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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时期湖南合作社运动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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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合作主义思潮自五四时期传入后便得到大力宣扬。 小农经济下的贫困、高租重利和苛捐杂税使广大民众对

合作互助充满了期待。 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开始将其作为改造中国的重要方略而纳入各自的战略范畴,早期领导人尤其

是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和指导大力推动了此一运动的实践和深入。 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斗争的激烈和共产党的劣势

推动着毛泽东将此一运动作为迅速壮大共产党势力的重要手段,但共产党的壮大使国民党右派深感威胁,国民党由此加快了

分裂革命阵线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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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国民革命时期湖南农民的合作社运动,既是广

大农民从经济上打击土豪劣绅高租重利、“闭粜卡

借冶的重要措施,又是农民生产自救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合作社

运动是湖南农民在农协指挥下所做的一件大事。 对

于这件大事,除笔者在《大革命时期湖南合作社运

动的历史考察》一文中[1], 对其起源、背景、主要过

程、具体表现及评价作了初步探讨外,学界一向少有

系统阐述。 本文拟从合作主义思潮的国内外思想渊

源、湖南民间的高租重利、捐税的繁多苛重、毛泽东

对合作社认识的深化细化和策略转变、革命统一战

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国民党右派的分共阴谋

等角度进一步探讨,以期通过相关背景和理论的进

一步拓展,尽量将相关认识引向深入。

一摇 合作主义思潮的出现及国内外思想渊源

怜悯弱者、帮扶同类是人类的天性。 由于人类

都曾经历农业经济时代,小农经济的孱弱使得帮扶

互助很有必要,因此在世界各大主流文化中,帮扶互

助的观念都非常流行。 但通过建立经济组织开展常

年性的互助合作,则需要一定的条件。 首先,生产力

的发展应使劳苦大众有了某些产品剩余;其次,劳苦

大众应有互助合作的阶级觉悟;再次,社会应有劳苦

大众能够普遍接受的互助组织;最后,应有领导合作

运动的现代政治团体。 上述条件首先出现在工业资

本主义较为发达的欧洲,当时,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

者为了号召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冀图

通过经济合作确保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
于是萌芽了合作主义思想,他们并且还进行了某些

实践探索。
随着反对资本主义声浪的兴起,合作主义一度

发展成互助协作的群众运动,并在各国流行。 五四

时期,合作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不仅产生影响,而且

一度形成思潮。
然而,这种思潮能否为中国民众接受,还须考察

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经济生产方式、民众生活状

况以及传统的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的小农生产水平

极低,农民生活朝不保夕,稍有灾祸便要颠沛流离,
因此,中国自古就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冶的传统

和“慈悲为怀,亲邻相帮冶的思想,合作主义的互助

自救暗合了这些思想,而互助的形式也与传统帮扶

一拍即合,这就为合作社的开办奠定了思想基础。
此时,苏俄合作社事业的成功和河北 1923—1924 年

农村信用合作的成效,让国人满心期待;尤其是苏联

合作社运动的成就,对“以俄为师冶的国共两党更不

啻指路明灯,两党由此坚定了实践合作社的决心。

二摇 湖南的高租重利和苛捐杂税

此时,湖南民间的高租重利和普遍的苛捐杂税,
成为实施合作社的内在驱动力。



地租是地主阶级对农民过度榨取的最主要方

式。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 1926 年的农运报告中即

指出当时“田租极为苛重冶 [2] 的现象。 湖南当时最

流行的是所谓“东七佃三冶。 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

代表大会上,《地租问题决议案》汇集了当时各地高

租的情形。 当时,湖南全省的租额,高的达到了

80%多甚至 90% ,最低也将近 50% 。 因此,农民一

年辛苦所得基本上有一半甚至更多被地主搜刮去

了。 此外还有种种陋规如规银、礼物和义工等剥削。
规银普遍的是 5 ~ 8 元,高的如宁乡竟达 100 ~ 200
元。 礼物如稻草和鸡鸭果饼等三节礼物。 义工如湘

乡佃户要对东主和引进人都做义工。 [3]

谷债和钱息的重利,更使农民 “永世不能翻

身。冶 [4]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取缔

高利贷决议案》汇集了当时各地重利的情形。 当时

“大加一冶 (月息 10% )是全省普遍现象,很多地方

达 20% 至 30% ;衡阳的“标谷利冶在三月内加三倍

以上;桃源的“孤老钱冶每月一对本,不仅首月利息

高达 100% ,而且从第二月起,本息每月都翻番;临
湘的利息高达 700% ,即借洋一元,满一月须还本利

共八元;城步“八斗九年三十石冶的谷息,即借谷八

斗,九年还谷三十石[3], 尤为骇人听闻。
以中国小农生产的低水平和工商业的极不发达

而言,穷人一旦沾上高租重利,即无异饮鸩止渴,但
求生的本能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如此。

此外,民众还受苛捐杂税的盘剥。 捐税种类繁

多,有捐、税、费、款、金,涉及地方行政、军事、教育、
经济、公益等各个方面。 据笔者估计,全中国旧社会

的苛捐杂税可能多至 1000 种左右;捐税的征收极其

苛重,多是正供的数倍甚至 10 倍、20 倍以上;征收

时陋规很多,经手人员又贪污中饱淤。 农民在交纳

捐税后所剩无几,更使他们深感合作互助极有必要。

三摇 国共两党的政策决议和毛泽东的策略转向

除了经济贫困有合作互助的必要外,更重要的

是工农群体数量庞大,潜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 国

共两党都意识到了这点,因此都注意将创办合作社

作为动员组织民众的重要手段,为此,两党在相关政

策法规方面都作了顶层设计,两党早期领导人更是

给予了热切关注。
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在《关于“工会运动与共

产党冶的议决案》中的《附加议决案》规定:“工人消

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的自卫组织,共产党需注意和

活动此组织。冶 [5] 根据决议精神,中共湖南区委指导

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冶。 1926 年 1 月,

国民党在其二大上通过的工、农运动决议案中强调

“切实赞助工人生产的、消费的合作事业冶和“从速

设立农民银行,提倡农民合作事业冶 [6]。 其后,随着

国民革命的兴起,两党对合作社的主张由开始时的

消费合作,扩展到生产和信用合作。 此时,两党领导

人如孙中山、恽代英等对合作社也予以高度关注于,
但其论述并没超出所定政策范畴。

合作社的政策和运动从一开始体现出来阶段性

和渐进性:从消费合作开始,渐次进展到生产和信用

合作,表明两党注意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注意

相关政策的渐进性和策略性。 在此前提下,两党将

合作社运动纳入各自正在形成的革命战略。 事实证

明,合作社运动的阶段性与策略的渐进性,和国民革

命的阶段性基本相符,在革命高潮阶段,更是助推了

农民运动的狂飙突起。
湖南合作社运动能够发展迅猛,仅有上述因素

显然远远不够。
湖南地主绅士势力极为雄厚,尤其是近代军兴

以后,返籍的湘军将领及其亲朋故旧迅速崛起为新

兴的军绅地主。 残暴武力与封建土地一旦结合,使
得这一社会阶层极为反动,穷凶极恶。 20 世纪 20
年代的湖南连年灾荒,南北军阀拉锯混战,土豪劣绅

趁机在乡间鱼肉百姓,全省实已现出乱象。 虽然北

伐后上述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是地主士绅总是或

明或暗地抵制农民运动。 1926 年秋冬,一方面农民

打击土豪劣绅的运动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地主绅士

已开始反击。 在此情形下开展合作社运动,除了必

需的政治保障外,尤需中坚人物的大力推动。
北伐扫荡了封建军阀,摧毁了军绅地主的政治

靠山;湖南革命当局对农民打击土豪劣绅大力支持

以及农民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都为合作社运动的

开展提供了起码的政治保障。
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大权在握,在湖南

国共两党和广大民众中威望极高。 以他的个人能

力、威望以及掌握的军政力量,由他领导推行合作社

运动,当是顺水推舟,但他经常随军远征,远离湖南,
而其他领导人又难深孚众望。 在此情况下,意欲通

过进一步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来挽救国民革命的毛

泽东适逢其时地走向历史前台。
毛泽东个人在湖南农民合作社运动中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理论探讨、课堂传授,会议指

导、考察推广,报告宣传、决议推动。
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和合作主义社团———

“平民学社冶的成员往来,探讨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

方面的问题[7]。 当时,他将成立合作社当成改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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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合作社的和平缓进特色,表
明毛泽东此时注重合作社的经济建设功能,其改造

社会的设想带有改良色彩。
1926 年,在广东第六届农讲所所长任上,毛泽

东设立“农村合作社概论冶课,讲授合作社的意义及

原则,指出自愿互利、地位平等、不求盈利为组建合

作社的三大原则[8]。 其主编的《掖农民问题业丛刊》
中的第九种《农民合作概论》,对合作社的性质、效
用和种类,作了极为简单明了的说明。 概论指出,合
作社是小产业者自助互助的团体,它依赖社员集小

为大集少成多的力量,以社员自己的力量谋取相互

产业的发达,以排除相互的不利。 并指出合作社的

种类:信用、购买、贩卖、生产以及利用等等[9]。
5 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

指导起草了《农民合作运动决议案》,指出合作社

“实为农民利害切身的组织,可确立并巩固农民运

动之基础冶,并强调信用、购买、消费、贩卖、生产等

合作社对农民“所受经济上的痛苦及压迫,确能解

除其大部分。冶 [10]决议首次阐述了合作社运动对确

立和巩固农民运动基础的重要性。 此时已是北伐前

夕,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早已开始,
毛泽东此时强调农民生活的贫困与革命的内在联系

绝非无的放矢。 12 月,毛泽东参与并指导湖南省第

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会上通过的《农村合作社问题

决议案》是大革命时期对合作社运动作出的最深

刻、最完整论述。 决议将合作社界定为“互相扶助、
互相救济,以排除互相的不利,而增进互相的利益的

组织冶。 接着阐述了信用、贩卖、消费、生产、购买、
利用等六大合作社的作用,还确立了合作社的原则、
目的与意义,对于农村合作社的功能发挥、人才培

养、宣传、开办、管理及政府职责等,都作了明确

规定。
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毛泽东多次谈到合作

社问题。 他谈到合作社办起来后穷人就不必进当铺

了。 在衡山县委会上,他指出制定颁布合作社的章

程确实需要,但刚办时可以先搞个草案,先试试再完

善。 针对基层合作社等上级指示的观望心态,毛泽

东鼓励基层大胆试验,积累经验办法[11]。 在《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消费、贩卖、信
用三种合作社的重要性,还以 1926 年冬的相关事例

说明合作社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必要,并指出适当指

导合作社对其发展的重要性。 此时,北伐战争已经

推进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右派的分裂危险日渐增加。
毛泽东此时对合作社不仅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点主

张,而且完成了从注重经济建设功能到政治斗争功

能的策略转变。
中共五大前夕,中央农委在起草的《关于协作

社之决议草案》中强调,在“中国民主革命尚未完全

得着胜利之保障时冶,应该“利用合作社之强有力的

经济武器以反抗奸商重利盘剥者的压迫冶,“改良贫

农一部分生活冶,“引导农民加入农协使其参加乡村

斗争冶。 6 月,中共中央农民部正式颁发《关于协作

社之决议案》,全面阐述了创办合作社的原则和方

法,指出合作社的作用取决于其所依附的政权性质,
在政治方面必须处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在经济方

面必须与革命政府密切联系。 决议还指出了合作社

的任务、作用、组织原则、经费募集、中心合作社的创

办等。 尤为可贵的是,决议指出合作社要贯彻党的

阶级路线,但又要防止关门主义[8]。 毛泽东是中共

中央农委书记,这两个议案体现的当然是毛泽东的

合作社思想。 在这两个决议案中,毛泽东已着重强

调合作社的斗争功能了。

四摇 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与合作社运动

毛泽东对合作社功能认识的策略性转变,完全

出于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需要。 此时,革命统一战

线内部两党正在展开争夺领导权的激烈斗争,在此

斗争中,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占据明显优势,这使共

产党内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国共两党自合作以来就因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明

争暗斗,在孙中山逝世后更是愈演愈烈。 北伐后,借
助迅速发展壮大的党员、地盘和军队,国民党右派分

裂统一战线的行迹日益显露。 相比之下,共产党的

力量未免相形见绌,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1926 年 9
月,共产党员 13281 人,11 月,18526 人,1927 年 4 月

27 日党的五大召开时,也才 57967 人[4]。 而同期国

民党员人数,国共合作前即号称 20 万盂, 改组后的

国民党的活力得到增强,对全国民众具有较大吸引

力,人数一度扶摇直上,1926 年 10 月时,已激增至

54. 4 万余人[15], 1927 年初,更是号称 100 万以

上[16]。 到 4 ~ 5 月时,应该又增加不少。
共产党在党员数量上无法与国民党相比,更严

重的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国共合作下的统

一战线的认识模糊不清。 当时,中共单纯致力于统

一战线工作,无力也不敢公开发展自身党员队伍。
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

时即要求全体中共党员“必须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

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冶 [17]。
指导思想上的退让,集中体现在对农民运动的

态度上。 北伐后,湖南农民运动一呼而起,打击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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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绅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但是由于某些“过激冶,
农运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 对此,国民党右

派和共产党高层都主张极力压制农运。
农民运动是由共产党具体领导的,数量巨大的农

民是当时共产党手中唯一可以掌控资源。 如果失去

广大农民支持,共产党势必失去与国民党抗衡最后力

量。 因此,面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危险,如果全体共

产党员都象党内高层那样妥协退让,国民党右派一旦

兵戈相向,共产党的前途命运将不堪设想。 当时,共
产党内很多人以及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对国民党右

派的意图洞若观火,但对如何扭转共产党的劣势,挽
救国民革命却束手无策。 毛泽东对当时国共双方的

形势和广大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有着比较

清醒的认识,因此既大力反驳污蔑农民运动的谬论,
更希望能够通过农民运动迅速壮大共产党的力量以

与国民党右派势力抗衡。 在过激的打击手段已引起

社会舆论强烈反响的情况下,具有“和平冶改良色彩

的合作社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因而可以成为保

存、发展以至壮大共产党力量的最适当方式。 毛泽东

看到了上述这点,因而适时地对合作社这一经济组织

形式赋予较强烈的政治斗争意义。

五摇 结论

合作主义思潮能在众多的外来思潮中独树一帜

并最终付诸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绝非偶然。 在上述诸

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尤其是随着湖南农民斗争土

豪劣绅的加剧,土豪劣绅纷纷“闭粜冶、“卡借冶、外
逃,这更助推了 1926 年冬至 1927 年春夏的合作社

运动热潮。 这股热潮是西方合作主义思潮与 20 世

纪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湖南小农经济条

件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是国共两党发动组

织广大农民打击土豪劣绅支援北伐以大力推动国民

革命的现实需要,更是毛泽东迅速壮大共产党力量

以与国民党右派抗衡背景下未雨绸缪的结果。 它是

一场激进知识分子大力宣传、革命政党确定方略、革
命政府颁布政策、革命领导大力推动、广大民众热情

参与的一场宣传持久、存在短暂但影响深远的经济

活动和革命运动。 合作社涉及到了农村生产、农民

生活、农村金融等许多方面,相对于自给自足、独立

经营的生产方式和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而言,
它将分散的小农经济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不

啻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
(一)合作社的创办有利于较好地保障和促进

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

中国小农力量薄弱、分散,导致广大农民一盘散

沙,这有利于地主劣绅的盘剥。 农村金融的枯竭和

农民的贫困助长了高租重利的盛行,反过来加剧了

农民的穷困。 当革命将一盘散沙的农民从地主绅士

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时,地主绅士的“闭粜冶、“卡借冶、
外逃,又使农民无以告贷。 合作社的创办在抵制

“土豪劣绅冶的高租重利、“卡借冶、发展农业生产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地解决了上述难题。
(二)经济上的合作互助,对进一步发动组织广

大工农群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他们在

政治上的团结和斗争

作为强势群体,地主绅士掌管着地方上的各种

权力,素有积威,农民一向害怕他们;不仅如此,地主

绅士还利用宗法血缘、地缘人情、个人恩惠,有力地

笼络控制广大民众。 因此,要发动农民参加革命,不
仅要破除传统血缘的宗法桎梏和农民心理上的恩情

负担,还要让他们看到团结起来的力量,以破除他们

对地主豪绅积威的敬畏。
1926 年秋冬,土豪劣绅在遭到第一波打击后,

虽然已有不少人表示响应革命,但也有不少豪绅暗

中抵制破坏甚至公开武装反抗农民运动。 为将反封

建的斗争引向深入,必须进一步发动组织民众。 在

打击土豪劣绅的第一波高潮中,阻禁平粜、吃大户甚

至开仓放粮已使不少地主豪绅的粮仓基本清空,但
这种斗争方式只能暂时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当这

种斗争不能再向农民提供粮食衣物时,民众就会逐

渐失去对革命的兴趣,而民众对革命的冷淡有使革

命走向失败的危险,因此,必须在民众与革命间架起

一座经常性的桥梁。 创办合作社,不仅能进一步巩

固农民运动的群众基础,而且作为斗争土豪劣绅的

经济手段与政治途径,无疑能有效地促使革命走向

深入和持久。 斗争土豪劣绅让广大农民看到了团结

起来的力量,促进了他们阶级意识的觉醒。 在革命

高潮时期,随着农民和土豪劣绅斗争的加剧以及国

民党右派分裂的危险,合作社运动终于成为进一步

发动组织群众、巩固革命成果、推动革命深入的群众

性政治运动。
当时,湖南农民运动的“过激冶正将具体领导农

民运动的共产党以及农民运动本身推上社会舆论的

风头浪尖,而国民党右派的强大和分裂危险,使共产

党只有抓住农民运动和广大农民才能壮大自己,挽
救革命。 合作社运动是共产党掌握广大农民,推动

农民运动继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正是在此一

认识基础上完成了从重视合作社的经济功能到重视

政治功能的转换。 他对合作社运动的积极倡导和悉

心擘划,引导和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在 1927 年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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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发展。 随着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具有互助自

救的传统特色又“和平缓进冶的合作社被恰逢其时

地赋予了较多的革命期待。
(三)合作社运动也是国民党新政权“扶助农

工冶政策的重要体现

当时国人普遍认为农民占全体国民的 85% 以

上,农民和工人是国民的主体,要开展“国民革命冶
必须发动组织广大工农群众。 工农群众的普遍贫困

和毫无社会地位,决定了要发动组织他们就必须在

经济上给予他们实惠,在政治上引导他们翻身。 合

作社的组织形式在当时能够部分满足工农群众在生

产生活和资金方面的困难,也能通过经济合作部分

地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与国民党一大所确

定的“扶助农工冶政策可谓不谋而合。 因此,合作社

的创办以及合作社运动的开展事实上成为实现国民

党“扶助农工冶政策的一大途径和体现。
“扶助农工冶是孙中山时即已确立的政策,在革

命统一战线内部斗争极为激烈的情况下,毛泽东利

用国民党政策中积极性的革命因素,作为发动民众、
组织民众的重要手段,以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并以此

作为堵塞国民党右派攻击的口实。
(四)合作社运动的迅猛发展迅速壮大了共产

党的力量,也加速了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步伐

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既有的政策保存、发展、壮大

势力,无疑成为国民党右派的隐痛。 国民党右派深

感来自共产党的威胁。 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随

着革命走向高潮而愈加激烈,终至白热化,国民党右

派加快了分裂革命阵线的步伐并最终分裂革命。
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各种合作社迅速解散。 由

于存在时间过短,合作社对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并

未起到预期目标,但共产党注重农村、注重基层、注
重民生的工作方式和策略,使共产党获得了日后赢

取国民党天下的巨大力量。

注释:
淤 苛捐杂税较为详细的情形和分析,参见余进东:《大

革命前后的苛捐杂税———以湖南为考察中心》,《湖南商学

院院报》,2012 年第 19 卷第 6 期,第 72鄄77 页。 据 1931 年 2
月 12 日湖南《民国日报》报导:“湖南各县田赋附加,超过正

税三十倍者有之,二十倍者有之,十倍则普遍皆是冶;又据天

津《大公报》1932 年的统计,当时的苛捐杂税竟有 1756 种之

多,可见苛捐杂税的多苛沉重。
于 相关情况参见余进东:《大革命时期湖南合作社运动

的历史考察》,《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

第 4 期,第 100鄄105 页。
盂 参见李云汉. 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

(上)[M] .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93:2鄄47. 一
说 30 万,见李燕.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夕国共两党真实实力之

比较[J] . 学理论,2009(14):10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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